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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与合法化：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历史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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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历史论争具体展现了家政学内在的合法化和污名化基础，对家政

学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当前家政学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家政学的发展历

程主要有四个时期，即在清末时期和民国时期从外来移植到本土化，这时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

服务职业主义分庭抗礼，在新中国初期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受到革命性批判，学科发展中断，至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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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后商业化职业主义兴起，学科恢复重建。西学为用、科学家政、科学生活的知识观，兴起女性教

育、培养女性精英的性别观，强国强种、社会服务、经济价值、社会建设的公共性职业伦理指向，构成

了家政学在不同时期的合法化基础。经验主义的知识观，培养贤妻良母、性别化的性别观，家庭私

领域、阶级特权、私人化的非公共性职业伦理指向，构成了家政学在不同时期的污名化基础。当前，

我国家政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需要基于新的职业主义来实现去污名化并夯实学科合法

性，即在知识观层面以专业化和知识整合破除经验主义污名，在性别观层面以性别敏感教育破除性

别化污名，在职业伦理层面以公共性和社会性的职业价值破除私人化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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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与“大学毕业做保姆”“家政学本科生”

相关的话题频频引发社会热议。尽管吉林农业大学

在 2003年就开设我国首个家政学本科专业，部分大

众至今仍然认为从家政学毕业等于当保姆，或者在

本科院校中培养所谓“高学历保姆”没有必要［1］。

2021年，河北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全国首批家政学硕

士研究生，6名家政学硕士研究生正式入学，家政学

再次出现在新闻热榜并遭遇非议［2］。所谓“大学毕

业做保姆”等话语包含了对家政学的多重污名，即

“做家政不需要在大学学习”的经验主义污名、“家政

是家庭内部之事因而社会价值不高”的私人化污名

以及“保姆”背后所隐含的“家政是女性之事”的性别

化污名等。

对家政学的这些污名化认知与家政学的学科定

义相差甚远。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家政”指家庭

事务的管理工作，如有关家庭生活中烹调、缝纫、编

织及养育婴幼儿等。“家政学”译自英文“Home 

Economics”，直译为家庭经济学，包括有效地利用家

庭的各种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家政与经济的

讨论古已有之，英文中的“经济（economy）”一词在

词源上便来自于古希腊的“oikonomia”，由家庭（oikos）

和礼法（nomos）构成，意为家庭管理术或家政学［3］。

对于家政学的现代定义，有学者总结了四种观点，分

别是技能说（持家的能力和知识）、应用说（科学与艺

术研究成果的应用）、关系说（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以及目的说（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

提出了一种文化说，即家政学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

研究人类生活方式的文化现象，通过研究人们在家

庭中的日常生活，以帮助人们改变经验性、重复性的

传统生活方式，建立起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

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从而促进人自身的现代化［4］。

文化说的定义突出了家政学的文化性、历史性和现

代性。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家政学研究

和探索家庭生活的规律、管理方法和操作技巧，是以

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其研究对象包括家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家庭生

活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等，其教育对象从女子扩展到

全民［5］。这强调了家政学的公共性、科学性和综合

性，隐含了性别观念的现代化对家政学具有重要影

响。本文比较认同这两种定义，认为家政学具有现

代性、文化性、公共性、综合性等特点。

那么，家政学为何会被质疑为不属于高等教育

水平的知识范畴，究竟是解放女性还是束缚女性，最

终指向私人性还是公共性的职业伦理呢？诸多争议

需放到家政学的职业主义建构历程中进行澄清，但

国内学界目前对此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旨在从历

史和理论层面，梳理我国家政工作从以日常经验为

基础的经验主义到以抽象知识为基础的职业主义的

建构过程，家政学从外来移植到本土化改造、从学科

中断到学科重建的历史过程中所蕴含的职业主义论

争。这一梳理将有利于厘清我国家政学的内在历史

发展脉络，对探寻当前家政学污名化和合法化的历

史基础和发展路径具有启示意义，为家政学的未来

发展定位提供重要的理论性和方向性参考。

一、职业主义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职业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

关于职业主义的分析框架。首先，职业社会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美国达到黄金时期，大

约奠定了该领域作为独立社会学门类的理论基

础［6］。“职业”（profession，有研究译为“专业”）的定义

充满分歧，在英语、德语、法语等不同文化语境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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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含义，这对职业研究产生了很大挑战。为解

决这一问题，刘思达认为可以将“职业”视为一种符

号意义，指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在社会中获得合

法性的行业；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职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成为职业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它

重点关注职业化过程中知识的作用以及使某些行业

团体垄断其专业化技能的社会条件，由此产生了功

能学派、结构学派、垄断学派和文化学派四种理论视

角；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着职业地位、职业主

义（professionalism） 等概念引发了一系列重要辩

论，同时，“职业化”范式因其过于关注职业内部性且

职业本身难以统一定义等原因而受到猛烈批判，其

中最著名的是阿伯特的职业系统理论［7］。阿伯特将

职业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注重分析职业间相互竞

争 和 相 互 依 赖 的 关 系 ，尤 其 是 关 于 管 辖 权

（jurisdiction）的争夺——“管辖权”是“职业和工作

之间的联系”［8］，即职业对其工作的合法性控制

权［9］。阿伯特认为，抽象知识是有效界定职业的基

础，向极端抽象和极端具体之间的均衡状态或最优

抽象水平发展，有效的管辖权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容

抽象性否则会被视为手艺知识（craft knowledge）而

不具备职业合法性或容易招致外部力量的攻击，但

过于抽象的形式主义知识也会使得适用对象变得狭

窄、管辖权被弱化［8］。可见，知识对于职业本身意义

非凡，职业内部的知识观是职业主义宣称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影响职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其次，职业本身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多重

变迁，当代职业逐渐走向多样化、全球化、本土化、管

理化和数字化，这标志着重新思考职业的迫切需

要［10］。有学者在结合既有研究分类的基础上，划分

出职业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学院型（collegiate）、组织

型（organisational）、企 业 型（corporate）和 自 雇 型

（self-employed），并对这四种职业的知识体系和合

法性来源等重要特征进行了对比［11］。同时，不少研

究将组织中的职业视为一种糅合了“组织管理主义”

与“职业主义”的“混合型职业”，比如企业组织［12］和

公共组织［13］中的职业。家政职业根据其是否被组

织雇佣可以被归属为混合型和自雇型，与这些类型

的职业一样，家政职业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

临知识观和合法性上的争议，以及组织管理主义与

职业主义、商业性与社会性的职业伦理之争。

英国学者杰拉尔德·汉隆（Gerard Hanlon）对于

职业主义的分析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发。鉴于各

种职业或工作争夺专业性和社会控制的斗争持续存

在，汉隆并未给职业和职业主义一个普遍性的学术

定义，而采用其社会含义，即诸如法律、医疗、教育、

社会工作等通常被视为专业性的职业或工作；围绕

职业主义意指为何这一问题而持续进行的意识形态

或职业理念斗争，包括由谁控制不同职业和职业者，

怎么样对职业者做出评价，职业者的功能为何，他们

该如何提供服务、获得多少报酬等；通过分析英国律

师职业的发展历程，汉隆认为职业主义经历了从“绅

士型（gentlemanly）”到“社会服务型（social service）”

再到“商业化（commercialized）”的转变过程，这一转

变与英国的市场—国家关系自 19 世纪以来从自由

放任资本主义到福利国家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变

迁密切相关［14］。（1）“绅士型职业主义”，又称为职业

个人主义，指职业以一名“绅士”（包含男性化的性别

观）所应具备的特征为基础，为有钱有权者服务，以

社会声望为主要手段来维持或提升阶级地位。鉴于

清末民初家政以女性为主、注重家庭主义和社会声

望的传统主义特点，这一时期家政学的职业主义内

涵可称为“贤妻良母职业主义”。（2）“社会服务型职

业主义”，其职业理念是以社会公民身份为基础、为

需要者提供社会服务而不管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报

酬，公共服务和客户福利而不是自我利益成为职业

人士的指路明灯。这与福利国家的支持有关。例

如，家政推广项目便符合这一特点，体现了利他性和

公共性的职业伦理。（3）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职业

工作明显变得商业化，产生了“商业化职业主义”，即

具有商业意识、受客户驱动、强调支付能力和盈利能

力。在灵活弹性政体下，职业者越来越需要具备商

业导向、创业技能以及重要性相对降低的专业技术

能力。家政学在我国当前的发展也蕴含了明显的商

业化趋势，面临商业效益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职业伦

理冲突。

笔者认为，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历史论争表

现在两个方面，蕴涵着职业的合法化基础和污名化

基础。一方面，从占据主导地位的职业理念或职业

意识形态而言，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包含贤妻良母

职业主义、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以及商业化职业主义

三种理想类型，其历史论争在改革开放前以贤妻良

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之争为主，在改革

开放后以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与商业化职业主义之争

为主。另一方面，从内容构成而言，职业主义主要包

含了知识观、性别观和职业伦理三部分，它们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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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分别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

二、美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发展历程

为响应妇女走出家庭、提高社会地位的需求，现

代意义上的家政学学科最早在美国创立，家政工作

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到职业主义的发端。在家政学学

科建立之前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早期女权主义者

便在美国的女子学院中开设了与家事相关的课

程［15］，但家政学的学科化进程一直遇阻。直到

19 世纪后期，持家学（Domestic Science）、家事经济

学（Domestic Economy）等课程或学位项目才在美国

大学中发展起来［16］。在 1899—1908 年的一系列普

莱西德湖会议上，家政学的专用名词正式确定为

“Home Economics”，标志着家政学正式成为一门独

立学科［17］。

建立初期的家政学带有明显的社会改良色彩，

家政学家希望将日常家庭生活科学化，使家政从经

验主义走向职业主义，来帮助女性突破贤妻良母的

家庭内部角色、走向社会，并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发

展。一战后到 1950 年，美国家政学进入扩张期，发

生知识转向，社会文化派的家政学家开始反思科学

管理学派和性别化教育的弊端，关注点从客观环境

转移到精神心理层面，因而出现基于技术理性的科

学性知识和基于人本精神的规范性知识［18］之争，从

性别化教育走向性别中立教育的趋势也初见端倪；

1951—1980年，激进女权主义对家政学在性别化教

育上的保守倾向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抨击，家政学内

部也面临过度专业化的知识分裂困境、商业效益与

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争议，于是，家政学家通过公共

关系项目、理论基础重整、学科命名变化、性别比例

调整等策略来争取学科合法性；1980 年以后，家政

学争取合法性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包括在

性别观上突破了传统性别分工框架，逐渐走向性别

敏感教育，在人类生态学的知识整合框架中找到了

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系统联系，在职业伦理上构建出

了面向资源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类生活基本需要、促

进人类个人家庭福利与社会服务等社会性理

念等［19］。

从美国家政学的大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

（表1），家政学职业主义内涵经历了从基于经验家政

观的经验主义到基于科学家政观的职业主义建构，

在知识观上面临着科学管理派的科学性知识和社会

文化派的规范性知识之争和专业化分工程度加大后

的知识分裂与知识整合之争，在性别观上经历了从

培养“贤妻良母”的保守女权主义到赋能女性“走出

家庭”的激进女权主义以及从性别化教育到性别中

立教育再到性别敏感教育的转变，在职业伦理上面

临着私人性与公共性和社会道德与商业效益之争。

这对于分析我国家政学发展历程中的职业主义历史

论争及其当代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发。

三、我国家政学的发展历程与职业主义历史

论争

我国家政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主要有四个时期，

即清末时期和民国时期家政学从外来移植到本土

化，此时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分

庭抗礼，新中国初期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受到革命性

批判，学科发展中断，改革开放后商业化职业主义兴

起，学科恢复重建。每个时期的职业主义论争从构

成内容来看主要包含知识观、性别观和职业伦理

三方面，它们构成了家政学合法化和污名化的重要

基础，详情如图1所示。下文将对此展开具体论述。

（一） 从移植到本土：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

服务职业主义之争

家政学在我国的早期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在深陷民族危机、急需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多方

移植而来的差异化家政学理念及其与本土社会文化

之间的冲突，导致家政学内部蕴含着具有多重矛盾

的职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矛盾主要表现为贤妻良

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之争。

1. 多方移植下的家政学职业主义及其本土

化改造

清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直努

力探索“西学为用”，以期化解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

表1　美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发展历程

时期

学科初创期

学科扩张期

学科分化后

知识观念

从经验主义到职业主义

科学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

知识分裂与知识整合

性别观念

从贤妻良母到走出家庭

性别化与性别中立

性别中立与性别敏感

职业伦理

私人性与公共性

社会道德与商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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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困。家政改良与“废缠足”“兴女学”一同成为当时

妇女解放甚至民族解放的重要部分。清末民初的家

政学主要从日本和美国移植，日本家政学在中国的

传播主要通过书籍翻译、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回国

任教等，美国家政学向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在美国

学习家政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中国办学和推广家

政教育的美国教育家、传教士。日本的家政学主要

体现为国家主义和贤妻良母职业主义，美国的家政学

则主要体现为实用主义和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二者

具有较明显的理念分歧。

日本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引入家政

学，于 1899 年设立有关家政教育的技艺科，于

1901年创立家政科［20］。1902年，日本学者下田歌子

的《家政学》被翻译至中国，日本家政学中的国家主

义和贤妻良母理念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家国伦理和

性别观念比较契合，一度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

中国备受推崇，不久后，伴随着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到来，国人逐渐放弃学

习日本转而大幅度向美国学习，美国当时的家政教

育理念提倡民主化、科学化、生活化、实用化［21］，并

盛行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但中国的家庭制度、社会

习俗文化与美国相差甚远，移植而来的家政学需要

加以本土化改造。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后文简称“女师”）和燕

京大学（后文简称“燕大”）是我国较早设立家政学科

的两所代表性高校，其家政学的发展展现了从日美

学习移植到本土化改造的过程。1916年初，留学日

本的齐国樑（1883—1968）经电调回国，被委派为直

隶女子师范学校（女师前身）校长，齐国樑从日本带

来的女子师范教育理念和举办家政学科的终身理想

得以实施。该校于 1917 年设立家事专修科，于

1929年更名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首设家政系

并开始招收大学本科生，家政系办学至 1949 年，

20年共培养 213名家政学科本科生［22］。期间，齐国

樑于 1921 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哥伦比

亚师范学院学习研究，1925 年回国复任女师校长。

同样留美归国后任教于女师家政系的还有我国现代

大学最早女教授之一王非曼（1897—1977）等人，那

时女师家政系在全国声名远播、影响很大［23］。可

见，女师家政学的发展深受日本和美国家政学的

影响。

据《燕京大学史稿》记载，燕大家政系于 1922年

设立，于 1951 年被撤销，详情如下［24］。燕大家政系

设置的最初宗旨是培养具有家政学各方面科学知识

以及具有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以提高家庭

组织和家庭功能的质量，达成促进社会发展之目的。

1922 年，美国 Oregon 农业大学家政学院院长米兰

（Ava Mylam）偕其学生宓乐施（Camilla Mills）来中

国进行家庭调查，于当年在燕大建立家政系。随后，

逐渐考虑到中国的家庭制度和习俗与美国迥异，不

宜于全盘照搬，乃于 1926 年秋聘请何静安来校任

教，后担任系主任。何静安为本校理科毕业生，曾赴

美攻读家政学，侧重以美国家政学原理与中国状况

相 结 合 ，试 图 建 立 切 合 中 国 实 际 的 家 政 学 。

1931年，陈意任系主任。陈意是家政系 1926年的第

一届毕业生，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家政学院学习、

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校任教。陈意任系主任后设

立了营养学和儿童发展学两大专业，强调面向社会、

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据粗略统计，燕大家政系共

培养了约 80 人，毕业于营养专业的约占 80%，毕业

于儿童发展专业的约占 20%。家政系的毕业生绝大

多数成长为具有较强事业心的职业女性。营养专业

的毕业生大都成为医院正规的营养师，陆续分布在

全国各地的大医院并创建了临床营养业务部门或营

养科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大力提倡儿

童保健事业，修习儿童发展专业的毕业生大都在本

图1　我国家政学的职业主义历史论争及其合法化和污名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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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工作中担任领导和指导工作。改革开放后，相

关毕业生依然在本领域发光发热。此外，家政系毕

业生们还积极宣传普及营养学和儿童教养及保健的

知识，如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工具进行了大

量的科普工作。整体而言，燕大家政学的发展受美

国家政学的影响较大，体现了强烈的社会服务职业

主义导向。

2. 清末民初家政学职业主义中的知识观、

性别观与职业伦理

家政学能够在清末时期发端发展，与科学理性

知识在当时有着极高合法性密切相关。20 世纪初

家政学的引入，反映了当时中国在新文化思潮的影

响下家庭观念与知识传统的转变。代表西方现代中

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家庭意识形态为知识阶层提供新

的家庭观念与知识图景，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幸福家

庭”是一种科学、合理与秩序化的理想家庭，同时，现

代家庭也被构建为女性可以获得社会性价值的全新

空间［25］。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深深植根于救亡图存

的民族解放潮流，同时民族解放又在一定程度上包

含了妇女解放。因此，清末时期家政学的合法性来

源之一便在于其职业主义内涵，即占据主导地位的

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西学为

用”中的科学知识，代表妇女解放的“初兴女学”以及

“强国强种”的公共性职业伦理。

这三种职业主义内涵的合法化过程表现之一便

是上海家政改良会。1906 年，受日本家政学的影

响，“家政改良会”在上海竞化师范女学校成立，由名

流绅商赞助经费，这些绅商赞同“欲图强国，必先强

种”，认定通过“兴女学、改家政”来培养“贤母良妻”

和“整顿家庭”是救国途径之一，体现了时人“为国改

家”的公共性关怀；家政改良会由名流绅商的夫人及

一些女界名流组织具体活动，在一年半内面向社会

举办了41次讲演，主讲者约有30位女性，正因如此，

一批绅商夫人与女校毕业生得以“离家为国”，进入

社会公开发声，为民国家政职业化与家事社会化等

问题的讨论奠定了一定基础；至 1907 年，清政府在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设立“家事”科，“家政/家

事”成为初兴女学的必备内容，从制度上使原本在

家庭内口耳相传的“齐家之务”得以通过学校教育

体系传授，这也标志着家政自此从家庭正式进入了

社会［26］。

清末民初的家政学从外来移植后，继承了中国

传统女学的部分思想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各级教

育系统中家政学的主要培养目标变成贤妻良母。此

时的家政学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色彩，但只学到西

方的形式和内容，在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上大大减

弱，加上当时社会战乱不断，只有少数精英家庭的女

性才有受教育特权，家政学最终沦为“资产阶级阔太

太的学问”［27］。在民国早期，包括家政学在内的女

子教育对传统的性别观念进行了批判反思，虽然这

种反思并不彻底，但也推动了家政学职业主义的性

别观论争——家政学培养目标是贤妻良母还是女性

精英。这一时期主要推行性别化的高等教育，推崇

沿袭传统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贤妻良母主义女子教

育，后来在男女平等等思潮的影响下弱化了“贤妻”

而强调“良母”，例如《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

针》中规定“母性主义”为女子教育之宗旨［28］。至民

国中后期，部分推崇更为激进的妇女解放观的女子

大学因不满于家政学培养贤妻良母而拒绝开设家政

学专业，家政学的学科合法性饱受质疑。随着民族

危机逐渐加重，激进革命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

位，社会呼唤更加性别平等的家政学高等教育。

在性别观论争愈演愈烈、家政学合法性弱化之

时，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中的公共性职业伦理为家政

学的合法性奠定了重要基础，促进了家政学的发展。

例如，抗战时期，河北女师西迁陕甘并入国立西北联

合大学继续办学时，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鼓励师生

主动投入到大西北的建设中，此时的家政系学生们

秉持社会服务意识，开办家事讲习班，举行家事讲演

会，建立教育实验区，积极宣讲家政教育，促进了广

大妇女及普通民众思想意识的解放，为西北地区家

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9］。

1940年，金陵女子大学从因反抗将女性限于私人领

域而多年拒开家政系，转变为同意开设家政系，但重

在通过家政科学化、社会化的路径打入公共领域，强

调将家政学纳入民族国家的需要，培养家庭科学管

理方面的专业人才以服务社会，而非采用“夫本位”

或“子女本位”式的训练，这使金陵女子大学家政学

的毕业生参加到乡村重建、儿童教育、医疗卫生等服

务社会的公共性工作中［30］。

因此，在民国时期，家政学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在

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具体包括科学家政的知识观、

培养女性精英的性别观以及社会服务导向的职业伦

理。其污名化基础则在于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具体

包括培养贤妻良母的保守性别观和指向家庭私领域

的职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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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中断到重建：贤妻良母职业主义批判与

商业化职业主义趋势

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提

并论的，女性解放一直被视为终结阶级压迫、实现全

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3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男女都一样”成为社会主流性别话语，性别化

教育传统基本被否定并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体系之

外，性别中立教育传统则得到了弘扬，为女性接受与

男性平等的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社会条

件［25］。在这种语境下，激进革命主义对贤妻良母职

业主义和“资产阶级阔太太的学问”进行猛烈批判并

取得胜利，学习家政学被认为是束缚女性的时代退

步，是回到私人领域做家庭妇女而非进入公共领域

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家政学在 20世纪

50 年代的高校调整中被撤销。总之，在新中国初

期，家政学的污名化基础主要在于贤妻良母职业主

义，具体表现为培养贤妻良母的性别观以及指向家

庭私领域和阶级特权的职业伦理。

改革开放后，家政学在社会转型尤其是家庭结

构转型的背景下迎来了恢复重建。家庭变迁是世界

各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现象，

我国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观念转换的

现代化大变革时期，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

更是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家庭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危

机［32］。改革开放后的家政学学科发展经历了四个

阶段，分别是以非学历教育为主的探索恢复期

（1978—1990年）、进入高等学历教育体系的发展重

建期（1990—2012年）、国家出台文件支持家政行业

及其人才培养的规范化发展期（2012—2019年），以

及国家鼓励高校设立家政学专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

新阶段（2019年至今）［3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家政学作为一门立

足于现代化家庭文明建设的学科，有助于帮助人们

掌握科学化、现代化的家庭生活方式。因此，党和国

家在新时代鼓励支持高校开设家政相关专业，并出

台多项政策推动家政服务产业的持续发展。

进入 21 世纪，在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家庭生

活质量备受重视以及国家政策支持行业发展的背景

下，我国家政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也面临来自传统

的制约和新时代的挑战。一方面，家政学从近代以

来便一直面临性别观和职业伦理上的内在冲突与外

部质疑，传统的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使得关于性别化、

私人化的职业污名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当代社

会，学科过度分化带来的知识分裂困境阻碍了家政

学的知识化进程，从反面强化了家政学中本就存在

的经验主义污名。同时，在市场化浪潮中，家政学的

经济效益至上理念会导致社会价值逐渐式微，进一

步加强私人化的职业伦理污名。

因此，从改革开放至今，家政学的合法化基础和

污名化基础交叉体现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和商业化

职业主义趋势之中。其合法化基础具体表现为科学

生活的知识观，家政产业化背后的经济价值导向和

社会建设导向的职业伦理，其污名化基础则具体表

现为性别化的性别观、经验主义的知识观，以及私人

化的职业伦理。

四、去污名化：基于新的职业主义夯实学科合

法性

从我国家政学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其职业

主义的历史论争主要体现在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

会服务职业主义之间、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与商业化

职业主义之间，在具体内容构成上表现为知识观、性

别观和职业伦理三方面。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初

期以及改革开放后，每一时期的家政学职业主义具

有不同的历史意涵，体现了家政学合法化和污名化

的重要基础。本文对家政学职业主义内涵的梳理有

利于厘清家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家政学的未来

发展定位提供重要的理论性和方向性参考。

我国家政学和世界家政发展趋势［34］一样，在当

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机会，对家政学相关

职业的通才和专才的需求将继续增长，但亟需借助

新的职业主义来破除经验主义、性别化和私人化的

多重职业污名，同时需要注意学科分化后的知识整

合以及商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内在冲突的化解，如此

才能确立家政的职业合法性并使之获得长效发展。

换言之，家政学的去污名化需要基于新的知识观、性

别观和职业伦理来夯实家政学的学科合法性。

（一） 以专业化和知识整合破除经验主义污名

在知识观层面，家政学若要破除经验主义污名，

需加强专业化科学知识的教育、科研和推广，这种专

业知识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并需兼顾

应用性和理论性。在当前学科分化和知识分裂的背

景下，需要采用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和超学科

（transdisciplinary）的知识整合视角来重建家政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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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和专业化知识体系。

早在燕大时期，陆志韦校长在 1950年的一次教

学经验总结上便对于家政系的发展提出了富有远见

的设想。他指出，“我们不应培养普通的托儿所工作

人员和对食物化学知之甚微的美食家……我们的目

标在于培养关于儿童发育和食物化学的科学工作者

和这方面的带头人……把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教

育学结合起来……按照这个系的新功能重新考虑系

名”［35］。这一设想由于后来的学科中断而未能实

现，但对当下家政学的知识整合却有所启迪，即既要

注重对家政学专业化知识的研究，又要推进跨学科

知识在家政领域的重新整合。

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亦是国际上家政学的重要发展

方向。2008年，正值国际家政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ome Economics）组织成立一百周年，

其智库委员会提出了“21世纪的家政”宣言，指出家

政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和专业领域，要基于关怀、分

享、公义、责任、沟通、反思的专业伦理，透过跨学科

的专业投入，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技术等

不同层面来达成个体、家庭、社区的理想和可持续生

活之目标，而家政的本质则包括关注个体和家庭的

需求及实践，跨学科整合知识、过程和实践能力，以

提升个体、家庭、社区的福祉［36］。

超学科则是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超学科

更强调超越学科的边界以及学术界，因为家政领域

知识的复杂性要求每个人都参与问题的解决，联系

更多学术界之外的人来促进问题的解决；跨学科从

严格意义上来说包括了两种及以上学科知识的整

合，并形成新的用来解决人类问题的知识，可能会创

造新的专业领域而非去专业化；超学科视角可以让

家政学家超越学科边界，整合理论、政策和实践，统

合学术界、高等教育、社会大众和其他部门的力量来

共同解决人类家庭生活问题［37］。

（二） 以性别敏感教育破除性别化污名

在性别观层面，家政学需要以性别敏感教育破

除性别化污名和性别中立弊端。从性别教育传统的

发展历程来看，性别敏感教育形成于对性别化教育

和性别中立教育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之上。性别

化教育容易带来性别歧视、学科发展受限等多种弊

端，但可取之处是充分重视男女社会性别的差异。

性别中立教育值得弘扬之处是基于社会性别文化建

构论来打破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界限，并坚持为男

女两性提供相同的教育，却忽视了性别差异尤其是

女性特点。

因此，需要对性别化和性别中立教育传统进行

创造性的转化，性别敏感论便是如此，即完整的人应

当是同时拥有男女两性优秀品质与能力的人，能通

过吸纳异性的价值而超越传统的陈规陋习，将男女

两性的优秀品质融汇于理想的人性之中［26］。家政

学既不能采取性别化教育，只针对女性教学或培养

家庭私领域内的贤妻良母，也不能完全漠视男女性

别差异，而应该综合男女两性的特点和优势来培养

全方位的人才。

（三） 以公共性和社会性价值破除私人化污名

在职业伦理层面，家政学需要以公共性和社会

性价值破解商业化矛盾和私人化污名。社会服务职

业主义曾是家政学获得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当

前也应该充分弘扬这一传统，让家政学超出家庭私

领域的刻板印象，发挥本自具足的公共性和社会性

价值，比如传播科学家政理念、推广应用性家政知识

等。在当前数字化时代，可以借用数字科技来扩展

家政推广的可及性和成效性。例如可运用微信、抖

音、小红书等新型大众化传播媒介，建立易学可及、

分享交流的家政推广平台，让数字技术赋能家政推

广和家政发展。

美国家政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商业世

界中找到了巨大的发展机会。急于吸引女性消费者

的公司聘请了家政学家担任消费者关系、市场营销、

产品开发、产品测试和演示等职位，而家政学教育促

成了家政的职业理想，将家政学家与只关心销售的

广告商和没有大学学位的家庭主妇区分开来，家政

学家借助商业化趋势成功建构出了有意义的家政职

业生涯，并塑造了美国工业中消费者教育的制度

化［38］。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家政学也面临职业伦理

困境，在企业利润和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协调不太

成功［39］。

与美国家政学在商业化世界中占据了社会合法

性相比，我国家政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而

可以将商业消费研究作为发展方向之一，同时注重

在目前蓬勃发展的家政产业等商业化领域中建构出

新的社会性职业伦理，以夯实家政学和家政职业的

社会合法性。

五、未来研究展望

纵观全文，本文借鉴了汉隆的职业主义分析框

架来阐释家政学的历史发展，反之也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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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修正这一理论分析，即职业从职业个人主义

到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和商业化职业主义的转变，并

不只受国家—市场关系的影响，还会随着占据社会

主导地位的性别观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例如，我国

家政学在民国时期被部分女子大学拒绝开设和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学科中断表明，性别观念可以对职

业主义产生独立于国家—市场关系的影响。另外，

职业化和职业主义分析范式虽然被后期的职业社会

学家批评过于关心职业内部因素对职业发展的影

响，但是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作用。

本文仅从历史和理论层面推导出家政学职业主

义的历史变迁对于家政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后

续的实证研究可以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当代家政

学的职业主义话语建构及其职业化效果，也就是去

污名化或合法化效果，如分成哪些类型的话语，如何

划定和整合家政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边界

等，尤其是可以关注知识观、性别观和职业伦理层面

的职业主义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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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matization and Legitimation: a Historical Debate 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Home Economics in China*

MAO Lidan, LIU Ai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historical debate of professionalism reflects the basis of legitim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of 

home economics,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ome economics, and also had 

a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ome economics. There are mainly four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ome economic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me economics was transplanted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At this time, professionalism of virtuous wives and 

good mothers was competing with professionalism of social servi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fessionalism of virtuous wives and good mothers was criticized, and the discipline of home economics 

was cancell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ommercial professionalism has arisen and the discipline of 

home economics was rebuilt. The basis of the legitimation of home economics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cluding: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scientific household and scientific life in 

the knowledge view; femal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female elites in the gender view; public orient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ethic view,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social service, economic valu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stigmatization basis of home economics also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view of 

knowledge, it shows empiricism; in the view of gender, it shows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ous wives and good 

mothers, and gender stereotype; and in the view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t points to the private fields such as family 

or individuals, and class privilege. At present, China's home economics has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economics needs to realize the destigmatiz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That is to say, in terms of knowledge view, it needs 

professional and integrated knowledge to break the empirical stigma; in terms of gender view, it needs gender 

sensitivity to break the gender stigma;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t needs public and social ethics to break the 

private st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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